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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还是失败？欧盟国家农业知识

创新服务体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赵 黎

摘要：在全球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发达国家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制度框架和发展实践发生了巨

大变革。本文从历史演变和发展实践两个维度，考察欧盟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向知识创新服务体系

转变的过程，分析其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并探讨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果。本文认为，虽然

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通过服务供给多元化和技术供给专业化，减少了公共财政压力，

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创新进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多功能农业的发展，抑制了农业知识共

生网络与知识创新的可持续性，使小农户和其他小规模农民群体在服务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对欧盟

农业知识创新服务市场化改革效果的评估，还需要考虑欧盟多层级治理机制和欧盟农业知识创新发展

趋势等因素。当前，中国正面临欧盟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曾面临的农业农村问题，参考欧盟农业

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数字乡村、促进小农户振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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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知识创新服务是指农业信息咨询、科技创新、知识生产与更新、知识转移与技术推广等领域

的服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农业知识创新和新技术、新理念的普及日益重要，是农业生产方式转

变和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农业知识创新服务加速了新知识、新技术、

新理念等导入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已经成为社会创新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Rogers，2003；Faure，

2012），是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农业信息咨询、农技推广、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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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日益成为农民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工具（Anderson and Feder，2004；Herrera et al.，2019），有助

于小农户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联结市场和现代农业产业链。因此，发展农业知识创新服务

对于中国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欧盟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知识创新能力，与其较早重视并不断完善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密切相

关。随着农业知识创新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其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并最终形成了“农业知识创新体系”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ystem，AKIS）的概念
①
。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

系的过程中，欧盟地区存在着先通过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运行轨迹，私人咨询顾

问、农业企业等私营部门行动者取代了公共部门，农民需要直接支付越来越多的服务费用（Labarthe，

2009）。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走向市场化的改革举措包括权力下放、政府机构分散职权、服务外包、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嵌入式服务以及社区组织参与服务等（Rivera and Alex，2004；Birner et al.，2009）。

然而，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变革的实践效果在过去二十年来引起了较大争议，特别是“市场

失灵”或“系统失灵”的消极影响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Kidd et al.，2000；Rivera and Alex，2004；

Klerkx et al.，2006；Laurent et al.，2006；Faure et al.，2012；Sutherland et al.，2013；Prager et al.，2017）。

为避免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变革的消极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进行政策调适和实践探索。

欧盟国家发展农业知识创新服务已有较长的历史，其发展道路对中国建立和完善农业知识创新服

务体系、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增长点、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然而，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往往习惯于关注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注重以市

场化改革推动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成功经验，而鲜有从批判性的视角关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导致复制国外成功经验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中国要借鉴国外经验，把农

业知识创新服务培育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增长点，需要关注发达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之处，更

需要关注其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因此，深入反思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演变，既有

利于更好地理解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以及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也有

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市场化改革对广大农民特别是小农户的多重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从历史演变和发展实践两个维度，考察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演变过

程，分析其服务体系的运作机制和发展趋势，探讨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果，特

别是其对欧盟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本身带来的影响。这可以为中国通过发展农业

知识创新服务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小农户振兴提

①
在“农业知识创新体系”概念形成以前，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先后有“农业知识体系”（Agricultural Knowledge System，

AKS）和“农业知识信息体系”（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AKIS）。本文采用“农业知识创新体

系”的概念，在分析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历史演变的历程时，笔者将 2008 年之前与之对应的服务体系称为“农

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与“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一脉相承，后者是在

更新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前者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与体现。另外，本文在探讨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

务体系改革时，根据不同情形使用“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和“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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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富有启发的参考，对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制度演变

从欧盟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看，以农业信息咨询和农技推广服务为代表的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由来

已久。二战前，欧盟各国农业咨询推广服务领域是科学研究和田间农民之间的一个中间层，农民作为

技术的最终用户，通过“前台”的农业咨询和农技推广服务，将“后台”产生的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

加以应用、传播和普及。作为中介性服务，农业咨询推广意在弥合农业科研成果和农业实践活动之间

的差距，为积累和检验技术知识发挥关键作用（Leeuwis，2000）。二战后，欧盟各国在国家层面逐渐

形成了完整的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并逐渐向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转变，最终形成了欧盟层面的

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

（一）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演变历程

1.二战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迅速发展。在二战后的初期，为了应对

食品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以保障国内食品供应，是当时西欧各国在磋商共同农业政

策等联合议题时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当时的公共讨论往往将实现现代化设想为一个纯粹的量化过程，

即农业现代化是通过农场平均规模的扩大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达到单个农场总产值的增长和收入水

平的提高。正如“曼斯霍尔特计划”关于欧洲农业现代化的建议所示
①
，简单化的农业发展观可以表

现为单一的结构指标，这是战后西欧各国农业发展的关键（Van der Ploeg，2003）。为此，在二战后

的几十年里，为促进农业生产力增长，西欧国家对农民提供了各种形式的物质投资和非物质投资的支

持性政策。在国家一级建立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便是其中的一项公共投资。这一服务体系在很大程

度上取代了之前农村地区传统的农业咨询和农技推广方式，例如示范农场或者兼具销售投入品和传授

种植技术的农贸市场。由于保障粮食安全这一国家战略在战后所有西欧国家的公共政策中都是最重要

的，咨询推广服务的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由公共资金和征收农产品销售税或土地附加税等方式加以

保障（Labarthe and Laurent，2013）。

西欧国家农业部门由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非常小的生产单位组成，而农业技术研发活动成本高昂，

特别是验证农场的创新性实践需要昂贵的实验。由于农业生产创新性技术知识检验无法由小规模的家

庭农场完成，对生产新技术知识进行集体投资的需要在战后出现。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荷兰、德

国和丹麦，开始对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公共资助，而农民也通过各种行业组织或合作组织参与

到集体投资中，以达到弥合农业科研和农业实践之间差距的目的（Klerkx and Leeuwis，2009）。各国

政府和农民工会、农民合作组织、应用科学研究所、各类地方实验站进行联合和合作，共同管理并推

进了国家咨询推广服务体系的发展（Labarthe and Laurent，2013）。可以说，二战后的几十年是西欧国

家农业咨询推广服务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农业无形资产投资的兴起，国家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对各国

①1968年，欧洲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改革备忘录》，以当时负责共同农业政策议题的欧共体执委会

副主席曼斯霍尔特（Sicco Mansholt）命名，即“曼斯霍尔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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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Labarthe，2009），对农业创新扩散和溢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Van den Ban，1984）。

2.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08 年：国家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走向市场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

洲国家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外部发展环境看，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和

经济滞胀导致西方国家面临高额的财政赤字和福利制度危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各国政府的

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政府职能在战后不断扩张，政府机构普遍膨胀并且效率低下。面

对“政府失灵”的困境，市场化改革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农业咨询推广

体系在二战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最大限度的互动式服务和免费服务的个人咨询供给

变得日益昂贵，必须减少或取消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技术咨询的支持，并由基于市场的供给模式取代

（Knutson and Outlaw，1994；Rivera，2000）。

为此，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出资机构进行了探索性试验，这导致欧盟成员国农业咨询推广服务

体系迅速市场化。一方面，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削减对推广服务的公共投资，

政府在农业咨询推广服务领域退出（Rivera，2000；Laurent et al.，2006）。另一方面，私营部门不断

增加对推广服务的投资（Christoplos，2010）。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在整个欧盟地区，国家、

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民联盟以及咨询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通过新的合同形式来表达（Rivera and

Zijp，2002）。在这种情况下，为农民提供的免费推广服务仍然存在，但已大幅度减少。有鉴于此，

从服务体系的转型看，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国家农业咨询推广

服务体系中各自应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论，这成为推动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改革的一

个重要因素（Carney，1995；Farrington，1995；Kidd et al.，2000）。

3.2008 年以后：欧盟层面推动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改革议程。由于欧盟东扩和大量小规模农场

加入、发展多功能农业的需要以及欧盟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对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新规制，欧盟国家农

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战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欧盟国家的农业结构性调整政策逐渐减少对小农场的关注。然而，进入到新世纪后，不少

欧盟国家认为，农业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仍然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小农场的发展
①
。

另一方面，自二战以来，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对欧盟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农村环境带来了巨

大压力。欧盟国家面临的环境和社会危机要求农业生产体系向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转型。欧盟及

其成员国的决策者认为，不能再将农业生产活动仅视为专门的商品生产。除了生产职能（和相关竞争

力目标）外，农业生产活动还必须考虑环境职能（自然资源管理目标）和社会职能（促进区域内和区

域间凝聚力目标）（Van der Ploeg et al.，2009）。由此，农业生产开始从以高效丰富的粮食生产为目

标的同质化农业向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转变。这种转变特别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和生产者的进一步专业

①
在 2004～2007 年间，共有12个国家加入欧盟，其中大多位于中东欧地区。一些国家（例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

保加利亚）拥有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欧盟东扩使得欧盟农场数量翻了一番，小型农场（小于 8 个欧洲规模单位，ESU）

占欧盟农场总数的比重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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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功能农业的发展表明，农村地区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农业生产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来支持。这些

功能包括食品安全和质量保证、污染防治、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凝聚力、景

观维护等。欧盟及其成员国一方面注重发展多功能农业而导致的不同规模的农场对定制知识的需求，

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农场的知识需求来验证生产系统在农场一级整合农业不同功能的功效（Labarthe，

2009）。这促使欧盟各成员国对传统农业咨询推广服务重新给予关注，而从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向

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转变也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2008 年，欧盟委员会农业研究常设委员会（SCAR）

下设的战略工作组（SWG AKIS）正式开始致力于发展和探索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EU SCAR AKIS）。

为小农场提供农业知识创新服务又回到了欧盟政治议程中。

（二）欧盟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对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规制

欧盟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调整，影响了其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走向。欧盟在《2000 年议

程》改革后，通过增列农村发展政策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引入与生产活动脱钩的农业补贴；

通过 2003 年改革和 2013 年改革等战略举措，建立并完善了“欧洲农业模式”，逐步将共同农业政策

转型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在欧盟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框架下，交叉遵守机制以及其他共同农业

政策改革方案和实施工具，是推动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1.实施交叉遵守机制。2003 年 9 月，欧盟通过第 1782/2003 号法规建立了交叉遵守机制。根据交

叉遵守机制，农业直接补贴与遵守欧盟有关土地管理、农产品生产和农业活动的规则相联系。这些规

则涉及“公共卫生和动植物健康、环境、动物福祉”等方面的法定管理要求（statuto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SMRs，第 4 条）和良好的农业和环境条件（good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GAEC，第 5 条），约束和奖励并行；同时，所有成员国到 2007 年都应建立起“由一个或多个指定当

局或私人机构运作的、向农民提供土地和农场管理咨询的制度”（第 13 条）。这样，第 1782/2003 号

法规将咨询推广服务作为有力的政策工具纳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虽然咨询服务是满足交叉遵守机

制要求的一种额外保障，但这一法规使欧盟委员会开始对以前仅由其成员国根据国家辅助性原则开展

的农业咨询推广服务承担起部分责任（Labarthe and Laurent，2013）。交叉遵守机制在欧盟第 1698/2005

号、第 73/2009 号、第 1305/2013 号、第 1306/2013 号和第 1307/2013 号法规中也得到了体现（见表 1）。

在欧盟委员会的推动下，在 2004～2007 年间，欧盟地区有 17 个成员国在国家层级正式建立起农业咨

询推广服务体系；而在 2008～2011 年间，其他 10 个国家也在国家层级建立起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

（Kania et al. ，2014）。

为了支持欧盟地区农民适应并满足交叉遵守机制的要求，2007～2013年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方案

指出，在职业培训和信息行动（措施111），使用咨询服务（措施114），设立农场管理、救济和咨询服

务（措施115）以及合作开发农业和食品部门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措施124）等方面，为农民

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其中，第114、115和124项措施是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中新增加的内容。2005年9

月，欧盟理事会针对2007年开始的政策执行周期发布第1698/2005号法规，就上述措施的实施作出以下

规定：农户在满足交叉遵守机制相关规则后，其使用咨询服务的费用可以得到部分资助，资助最高额

可达到符合资助条件费用的80%，每户最多可以得到的资助额为15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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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年以来欧盟农业咨询推广和知识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

时间 主要内容

2000年 《2000年议程》：关注农业多功能发展的作用，增列农村发展政策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将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列为共同农业政策目标

2003年 第 1782/2003 号法规：农业直接补贴与交叉遵守机制的法定管理要求和良好的农业和环境条件相联系；

各成员国须于2007年前建立起国家咨询服务体系

2005年 第 1698/2005 号法规：推动职业培训和信息行动（第 21条），使用咨询服务（第 24条），设立农场管

理、救济和咨询服务（第25 条），在农业食品部门和林业部门合作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第

29 条）等

设立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EAFRD）：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所有成员国国家或

区域一级农村发展计划的资金来源

2008年 欧盟委员会农业研究常设委员会（SCAR）正式提出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概念

2009年 第 73/2009 号法规：取代第 1782/2003 号法规，延续交叉遵守机制和农场咨询体系相关规定的同时，

修改了服务对象优先权等内容

2013年 第 1305/2013 号法规：取代第 1698/2005 号法规，将农业、林业和农村地区的知识转移和创新以及农

业技术创新作为农村发展优先领域；鼓励农民、青年农民、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等使用咨询服务，支持

咨询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第 1306/2013号法规：突出交叉遵守机制中“环境、气候变化与良好的土地农业条件”的法定管理要

求，重申各成员国建立农业咨询服务体系的必要性

第 1307/2013号法规：取代第73/2009号法规，并修改交叉遵守机制

2014年 “地平线 2020”（Horizon 2020）：在欧盟第七科研框架计划（FP 7，2007～2013 年）基础上，资助

和支持新一轮科研项目，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

2014 ～ 2020

年

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创新伙伴关系（EIP-AGRI）：强化“地平线 2020”与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

金的紧密协同性，以创新驱动农业农村发展，逐步建立欧盟范围内全面的知识数据库

2018年 《立法建议》：针对2021～2027年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将开展更有力度的环境和气候行动、制定更

精准的支持目标、强化对“科研—创新—咨询”关系发挥的推动作用确定为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最高

优先事项；将政策重点从遵守合规性转移到发展绩效上；继续强化“地平线2020”与欧洲农业农村发

展基金的协同作用，鼓励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充分利用科研和创新成果，特别是由“地平线2020”

和欧洲创新伙伴关系（EIP）资助的“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项目”产生的成果，促进农业部门和农

村地区的创新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官方网站公布的有关资料整理。

2.建立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创新伙伴关系。在2014～2020年共同农业政策执行期间，为进一

步加强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并为其提供公共政策和实施工具，欧盟构建起以互动创新模式为导

向的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创新伙伴关系（EIP-AGRI）。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创新伙伴关系由

“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与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第二支柱的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EAFRD）

共同资助，它既强调两项政策的协同性，也注重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欧盟跨国

层面，“地平线2020”支持与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科学研究项目，强化创新行动的知识基

础和知识积累。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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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农业环境保护和多功能性的支撑作用。

3.构建农业知识创新完整生态系统。针对2021年后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欧盟政策制定者与利益

相关者于2018年6月发布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成员国在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拟定政策战略计划支

持规则的立法建议》（简称《立法建议》），寄希望于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和相关服务的支持力度，以此

应对当前和未来农业食品部门面临的诸多挑战。同时，欧盟计划将资助的重点从当前有影响力的创新

项目转向关注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
①
。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特别关注科研、技术和数字化在加强农业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的作用。其中，对数字化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欧盟农业知识创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促使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与欧盟数字议程相挂钩。这些制度性因素使各成员国的公共机构与私营

机构对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产生了新的兴趣，并对欧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三、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运作机制与发展趋势

虽然欧盟各成员国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发展存在差异，其服务体系的运作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其

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在演变过程中仍然呈现出若干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和趋势。

（一）国家服务体系分权化

在欧盟第 1782/2003 号法规实行后，欧盟国家农业咨询推广和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在一个包括欧盟

或超国家级、国家级、次国家级（包括地区级和省级）的多层级治理机制中运行，各级公共行政部门

将服务供给委托给农业咨询推广服务组织，并制定相应的委托服务规则、条件和目标。例如，法国农

业发展协会（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Développement Agricole, ANDA）和荷兰农业商会（Landbouwschap）

长期捍卫着各类农民群体的发展诉求和利益，并为由农民联盟代表的小规模农场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

（Labarthe and Laurent，2013）。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以后，一些成员国原有的国家级协调机构随之消

失。欧盟东扩后，从整体上看，拥有国家一级服务协调机制的国家仍然占多数，但以中东欧成员国为

主，少数成员国的服务协调机制则授权给政府农业农村部门的下属机构（如瑞典、芬兰、爱沙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在比利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服务协调机制的层级以一级行政区为主，

不同地区根据各自法律规定行使管辖权，地区之间的协作与交流非常有限。因此，可将这类国家的服

务体系称为“并行型”运作模式（Knierim et al.，2017）。在这些国家，地区一级的服务协调机构承担

战略指导、协调规划或者资金分配等职责，而具体执行工作则下放给各省或市级地方政府机构、农民

组织、私营机构或社会组织。在既有小规模和多种经营的农场，又有大规模和专业化的农场的西班牙、

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各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在欧盟结构性发展基金的帮助下，在一级行政区进行

统一协调（Labarthe and Laurent，2013）。一些地区设有专门机构或基金会，由其直接提供特定服务或

①
参见：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rules on

support for strategic plans to be drawn up by Member States under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Strategic Plans). SEC

(2018)305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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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服务供应商打交道，开展组织招标、资金管理等事务，国家层级的协调管理机构或者公共政策

几乎不存在或者不重要（ADE，2009；Kania et al.，2014）。

由于治理权力下放以及多个行政层级之间任务和责任的过度分解，这些国家服务体系的运作呈现

出高度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例如，在意大利，每个地区都制定各自的制度规范和公共政策，形成 21

个相互作用甚少的不同系统。此外，私营机构和公共部门都有各自不同的工作框架、融资机制、问责

制度、职业文化和重点议程，它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地方一级，不同地区的服务供给

机构也有各自不同的组合，这进一步加剧了服务组织运作的复杂性以及服务体系纵向和横向的碎片化

（Kania et al.，2014）。

（二）公共服务组织私营化

在农业现代化起步和迅速推进时期，欧洲各国农业咨询推广服务往往由农业部门和农民组织共同

出资、共同管理。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时代，在荷兰、丹麦、法国、英国等国家，人们认为农业现代

化已经完成，这导致基于辅助税等的公共资助资金逐步减少，关于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公共讨论也

急剧减少，原先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农业咨询推广服务逐步转变为由私营公司提供服务并获取商业利

益（Labarthe and Laurent，2013）。从表2可以看到，在21个成员国中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类型

（按照组织单位数量或者从业人员数量的标准）。在7个成员国中，私营部门已经成为服务的主要提供

者。例如，荷兰是一个服务组织私营化的典型国家。随着国家政府和公共服务组织的退出，其曾经强

大的农业网络已经分裂成许多小的网络，过去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DLV，Dienst Landbouw

Voorlichting）变成私营机构，供应链上下游以及科研教育机构都试图在市场上再定位自己的身份和发

展策略，原有的政府与农民对农业发展肩负共同责任的情形已成为历史（Wielinga，2001）。

表2 欧盟成员国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供给机构主要类型

主要类型 欧盟成员国

公共部门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私营部门 爱沙尼亚、荷兰

农民组织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 捷克、英国

公共部门或农民组织 卢森堡

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农

民组织并存

德国、意大利、马耳他

来源：Knierim et al., 2017。

此外，公共资助的减少还表现在农业研发活动上。2009～2014年，欧盟所有成员国用于农业研发

的公共投资占农业总附加值的比重从2.4%下降到了1.8% （EC，2017）。在一些国家，作为后台支持

的农业应用型研究、地方推广实验和科学检测开始更多地依赖于为大量实验提供资金的上游企业，公

共投资管理逻辑也日益转变为项目制运作逻辑（Labarthe，2009；Labarthe and Laurent，2013）。

（三）服务运作管理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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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服务体系的重组和公共服务组织的私营化发展，商业化的服务模式普遍体现在所有类型

的服务供给机构中（Prager et al.，2016），这导致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民越来越多地购买农业知识创新服

务。根据农民付费情况，可以将服务支付关系划分为服务完全由农民出资、公共和个人共同出资和完

全由公共资金支持等情形（Klerkx et al.，2006）。

农民完全出资的情形因地区差异、服务内容差异或服务性质差异而不同。例如，在意大利、西班

牙、法国和德国，农民出资情况因地区而异，由各大区或联邦州自行决定服务供给是否完全采用市场

机制
①
。在英国，由于农村环境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与环境相关的服务内容可以享受公共资金支持，

而农民必须支付其他农业生产类服务的费用。在荷兰，农民出资比例根据服务性质和时间而定，那些

早期具有创新性的服务运作管理模式，由于面临的风险更大而可以获得公共补贴，而当初期发展中的

问题得到解决后，农民就需要为后续创新性服务支付费用（Kania et al.，2014）。

伴随着服务市场化、私营化和商业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逐渐扩大其客户群体、服务项目和

专业知识等范围，其服务开始面向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商、生产者、批发商、加工商和零售商等不同

主体，而不再以农业生产者为主。应用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像私营公司，以高度细分的工作方式为包括

上游行业的不同客户提供商业化服务。公私合作制项目在招标前，政府有时需要专业咨询公司提供技

术帮助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变成了服务对象（Kania et al.，2014）。

（四）服务组织之间竞争日益升级

欧盟成员国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和商业化后，私营部门服务主体的地位日益显著。私营

服务主体往往规模较小但数量相对较多，这造成了服务组织格局的分化。在欧盟各成员国，特别是在

法国、英国、荷兰和德国等西欧国家，服务组织在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

竞争环境。在2000年之前，法国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农业部和主要的农民联盟团体，对服

务组织的扶持通过它们之间有组织的制度化谈判进行；服务供给主体各自处理不同的具体问题，它们

之间几乎没有竞争关系。此外，农民联盟也会通过制定当地的服务规则，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

系进行定位。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法国农业部的作用已经转向对服务活动和绩效的组织测量，这

使得前台和后台服务的竞争都大大增加。在前台的服务供给上，不同的供应商开始提供相同的服务；

在后台的知识创新和技术研发上，农业部门开始与研究机构和教育部门签订应用研究或专项服务合同，

并评估其研究成果，以更好地监管服务对象可获得的知识和技术服务质量，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

竞争力的关键性资源（Labarthe and Laurent，2013）。而在葡萄牙，虽然农民组织是主要的服务供给主

体，但由于相似的服务组织同时存在、并行运作，它们以互相竞争的方式参与公共竞标项目，这也导

致同类组织的分散化。

（五）服务体系不断拓展

在欧盟各成员国公共部门退出和服务体系重组的背景下，服务供给机构和服务使用者群体的规模

①
例如，意大利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组织结构和运作仍然受到欧盟第 270/79号法规的影响，农业知识创新服务的公共资助

在南部地区（Mezzogiorno）比在其他地区更为重要，市场化服务机制的作用在南部地区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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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日益扩大，服务内容也在不断延展。首先，在服务供给机构方面，政府的退出与农业推广服务重

组导致位于农业生产供应链上下游的一系列市场主体的服务作用日益凸显。这些市场主体既包括提供

肥料、饲料、农药、种子、生产用活畜、病虫害防治器械、农机具等投入品的供给者，也包括购买、

储存、分类、加工、运输和销售农产品的加工企业或批发零售企业，另外还包括能源供应商和其他知

识技术供应商（如技术顾问、会计师、兽医、管理顾问）等私营机构和社会组织。在比利时，虽然农

民组织是主要服务供给机构，但是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现（Labarthe and Moumouni,

2014）。在法国、德国和荷兰，除了供应链上下游运营商，商业化农艺科学和植物建模软件企业也日益

成为专业谷物、油籽和蛋白质作物等领域的农业推广服务主体（Labarthe，2006）。除此之外，新的

服务提供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荷兰，为解决农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出现了

不同类型的创新经纪人，在不同类型的服务体系参与者之间履行搭桥和中介的职能（Klerkx and

Leeuwis，2009）。这些新的服务提供者的出现不仅影响到农民的服务成本，还深刻改变了后台科研活

动及其所产生的知识类型。

其次，在服务使用者群体方面，随着欧盟东扩和农业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村移民、青年农民和兼

业农民等新用户群体对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这使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呈现出用户类型多样

化的趋势。从表3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服务供给机构拥有各自的主要目标群体。对于公共部门而言，

中小型商业化农场和青年农民是其主要的服务对象。而典型的私营部门的服务对象类型相对较少，它

们主要针对大中型商业化农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这表明，服务私营化意味着“以需求为驱动、

以用户为导向”的服务供给，但其只服务于选定的客户群体，其他客户群体往往会被忽视（Rivera and

Zijp，2002）。与私营部门相比，农民组织提供的农业知识创新服务面对的客户群体更为宽泛，通常

以各种规模类型的商业化农场和农业生产者组织为主，在有的成员国也会兼顾兼业农民或青年农民等

特殊群体或小众群体（见表3）。可以说，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商会、行业协会等在内的各类农民组织仍

然是为欧盟地区普通农业经营户提供咨询推广和知识创新服务的主要机构。

表3 欧盟九国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主要机构和服务对象

国家
主要服务

机构

主要服务对象

商业化农场 其他农场
农业生产

者组织

新用户群体

大型 中型 小型
半自给自

足型农场

自给自足

型农场
青年农民 兼业农民

比利时
农民组织 1 3 2

私营机构 1 2

法国
农民组织 1 3 2

农业商会 1 2 3

意大利

农民组织 3 1 2

私营机构 1 3 2

公共机构 1 2 3

卢森堡 农业商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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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农民组织 1 2 3

荷兰 私营机构 1 2 3

德国

公共机构 3 1 2

农业商会 2 1 3

农民组织 1 2 3

私营机构 1 2 3

丹麦 私营机构 1 2 3

爱尔兰 公共机构 3 2 1

英国

公共机构 1 2 3

私营机构 1 2 3

农民组织 1 2 3

注：①各类服务对象的农场划分指标为：大型商业化农场，其年毛利额大于4.8万欧元；中型商业化农场，其年毛利

额在1.92万欧元到4.8万欧元之间；小型商业化农场，其年毛利额小于1.92万欧元；半自给自足型农场，即生产自给自足

之外略有盈余，其农场面积大概在1～5公顷；自给自足型农场，生产主要为满足生存所需，其农场面积往往小于1公顷。

②服务对象按重要程度划分，1代表最重要，2代表重要，3代表次重要。

数据来源：根据Kania et al.（2014）的研究进行整理。

再次，在服务内容方面，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服务供给机构（特别是公共机构和各类农民

组织）开始提供与欧盟农村发展和交叉遵守机制相关的新的软硬件服务内容，如动物福利、转基因生

物、环境保护等。在一些国家，针对小众用户或者细分市场而提供休闲农旅、照料农业等专属性服务

和商业化、多元化服务的趋势也日益明显。此外，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商会、行业协会等在内的各类农

民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涉及农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包括农业生产、市场信息以及与交叉遵守合规性

相关的服务，以及可再生能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可持续农场建造等环境与技术专业服务领域。

表4 欧盟九国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供给机构提供的服务

国家 主要服务机构 主要服务内容

比利时
农民组织 以供应链需求为主，面向环境与技术相结合领域（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农场建造）和金

融服务领域（返税和财务优化、合规性）私营机构

法国
农民组织 农业生产类服务；与环境相关的服务；商业多元化服务

农业商会 农村发展相关主题的服务；商业多元化服务；与环境相关的服务

意大利

农民组织 农业生产类服务；与环境相关的服务；会计和税收服务

私营机构 农业生产类服务；商业化服务和商业多元化服务

公共机构 日益注重提供与环境和农村发展相关的服务

卢森堡 农业商会

针对大型商业化农场的农业生产类服务

针对中型商业化农场的与交叉遵守机制相关的服务

针对小型商业化农场的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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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农民组织
针对大型商业化农场和农业生产者组织的农业生产类服务

针对青年农民的与交叉遵守机制相关的服务

荷兰 私营机构
面向整个供应链，提供越来越多的非严格技术类服务（建造、自然资源管理、休闲乡村、

房地产）和商业发展、战略规划类服务

德国

公共机构 与交叉遵守机制相关的服务；与环境相关的服务

农业商会 农业生产类服务；与农村发展相关的服务

农民组织 农业生产类服务；会计和税收服务

私营机构 畜牧业生产类服务；稳固性建筑设计和厂房建造

丹麦 私营机构
针对大中型商业化农场的会计、税收、农业生产、可再生能源服务

针对青年农民的会计、税收、农业生产、可再生能源及其他商业化和多元化生产服务

爱尔兰 公共机构 与交叉遵守机制相关的服务；与环境相关的服务；畜牧业生产类服务

英国

公共机构

以市场导向型和环境导向型服务为主私营机构

农民组织

资料来源：根据Kania et al.（2014）的研究整理。

四、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果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演变对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小规模农户以及

农业知识创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这些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农业部门、不同群体上显现出较大差

异。近年来，服务体系市场化变革的实施效果饱受争议，这直接推动了欧盟当期共同农业政策的变更

和未来改革的走向。

（一）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

1.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国家服务体系分权化、公共服务组织私营化、服务运作管理商业化等

为特点的农业咨询推广和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对服务体系进行多元

化投资。这种“富有创造力的多元性”（Garforth et al.，2003）为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了能够满足其需

求的丰富资源，减轻了财政压力，缓解了“政府失灵”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的

参与在不同程度上补充和取代了公共部门的作用，促进了服务供给多元化和技术供给专业化，能够为

包括农民在内的服务对象带来专业化的收益（Nettle et al.，2017），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欧盟各成员国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业多功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抑制。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改革是调整

欧盟政府部门与农民群体之间关系的一个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制度变迁主要基

于各自原有部门的利益，因此很难以创新为导向使农业生产体系向发展多功能农业的方向快速转变。

①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这一划分基于便于分析的考虑。实际上，农业多功能性、农民对交叉遵守机制承担的责任和农

业知识创新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分界线，三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在制度演变中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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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私混合的服务体系中，各类服务供给组织的服务内容被重新排序，可持续农场管理方面的私

人服务成为“次优”类型（Klerkx and Jansen，2010）。在荷兰和法国，尽管农业知识创新体系需要整

合除初级生产以外的其他功能，但它们似乎越来越受到部门投资的推动，因此，很难指望农场一级能

够通过实验和建模对整合生产发展、环境保护和景观设计等不同功能的创新生产系统进行检验，也缺

乏适当的服务方式来帮助农民整合农业的不同功能（Labarthe，2009）。

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多重要求以相结合的方式交给农民，很难达到政府既定的发

展目标。其中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农民都拥有同样的能力来应对这一新挑战。尽管一些国家在市场

化改革前后开展过免费提供服务的实践，例如英国政府承诺在环境问题上为农民提供免费技术服务

（Winter，2000），意大利地区政府通过提供代金券的方式补贴服务费用（Labarthe and Laurent, 2013），

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获得免费技术支持的机会并不能有效提高农户特别是小规模农户同时应对农业不

同功能的能力。同样，在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最为彻底的荷兰，对于大部分有意愿又有能力支付所需

咨询服务费用的农民来说，私人服务和市场主导机制并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对于没有足够支付能力

的中小型农场，基于市场价格的服务费用可能会限制他们获得与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大部分服

务，这是荷兰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在支持多功能农业方面表现出来的局限性（Caggiano，2014）。

多功能农业意味着农场和农业系统的多样性，它增加了农民对新知识和更复杂知识的需求（Renting et

al.，2009）。因此，服务体系市场化给发展多功能农业带来了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市场化转型的失败。

（二）对小农户发展的影响

1.小农户面临服务排斥困境。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后，农民需要为咨询推广或知识创新服务付费。

服务供给机构的商业化运营以利润为目标，收取的费用要覆盖成本并获得足够的利润。这使得低于一

定收入水平的农民越来越难以获得服务。这种情形可能涉及很大一部分农民（Labarthe，2009；Sutherland

et al.，2017）。这种排斥性同时表现在前台和后台的活动中。在前台服务市场上，服务体系多元化与

服务内容多样性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支付能力不足的青年农民、女性农民、自给自足农民和兼业农

民等群体，不太可能从中获益（Klerkx and Proctor，2013；Prager et al.，2017）。在改革最为彻底的荷

兰，一项为期四个月、每月两次的技术支持费用为 1500 欧元，这相当于一个小规模农场平均收入的

25%（Labarthe，2006）。咨询费用过高显然会限制他们去寻求专业服务支持。

针对小规模农户在服务市场上日趋边缘化的发展困境，一些地区通过采取政策补贴或服务供给免

费的举措，试图鼓励小规模农户寻求专业服务支持。然而，历史路径依赖导致服务市场化改革对小农

户带来的冲击并未得到明显改观。例如，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2000 年以后，愿意符合交叉遵

守机制的要求、发展多功能农业的农民可以从政府购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代金券政策中受益，但调

查显示，农场规模越小，其申请相应补贴的额度越少，其参与政府购买农业推广服务的程度也就越低。

相对而言，大型农场（>50 公顷）的服务需求与获取程度有所增加（即参与政府购买农业推广服务的

农场数量减少率小于农场数量减少率）。但对于较小型农场（<50 公顷）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对于

中间组农场（10～50 公顷），在 2000～2007 年间，农场数量有所增加，但参与政府购买农业推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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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农场数量却呈下降趋势；对于最小规模农场（<10 公顷），参与政府购买农业推广服务的农场数

量的减少速度比相应规模组的农场总数更快（见表 5）。在法国北部的厄尔省，即使加入农业生产性

服务组织的年费与农场规模成正比，但农场分化趋势十分明显。对于大型农场而言，加入农业生产性

服务组织的比例几乎与所有规模等级的农场成员的百分比相同（介于 15%和 25%之间）；然而，这一

比例在50公顷以下的农场中渐次下降，35～50公顷与20～35公顷的农场成员比例分别低于10%和 3%，

而对于 20 公顷以下的农场，这一比例则几乎为零。简言之，小规模农场负担的服务费用更低，但获

得服务的可能性也更少
①
。由此可见，在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后，尽管政府再次为咨询推广或知识创

新服务提供政策性补贴，但这不足以保证让小农场短期内重新回到服务市场中来
②
。

表 5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不同规模农场数量与参与政府购买农业推广服务的变化

年变化率（%）
农场规模（公顷）

0～5 5～10 10～20 20～30 30～50 50～100 100以上

农场发展情况年变化率（%） -4.8 0.0 3.8 1.3 0.8 -1.5 -2.3

农场参与情况年变化率（%） -8.3 -7.7 -5.7 -3.3 -1.1 -0.9 -1.8

注：不同规模农场数量的变化率为2000～2007年数据；不同规模农场参与政府购买农业推广服务的变化率为2002～

2006年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Labarthe and Laurent（2013）的研究进行整理。

小农户被排除在前台活动之外后，了解最新需求和转化应用新技术等变得更为困难，这对后台生

产和更新知识产生了重大影响，降低了知识、信息和技术研发对小农户的相关性。随着市场主导机制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和商业模式的广泛应用，应用研究机构越来越具有私人公司的特点，它们在为包括

上游行业的不同客户提供商业化服务的同时，为小农场提供相关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减少了小

农户可获得足够知识的数量，使小农户对后台支持的影响力更加有限，而这又会反过来加剧小农户在

前台服务市场上的排斥困境（Labarthe and Laurent，2013）。此外，欧盟整体层面对农业研发公共投资

的下降也导致欧洲大量农民特别是中小农场农民与极少数“领先者农民”之间产生技术差距。那些技

术领先者往往采用最新技术，而大量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程度和可能却较为有限。例如，欧盟大多数农

民的培训水平仍然较低，70%的欧盟农业经营者仅通过实践经验经营管理农场，20%的农业经营者接

受过基本的农业培训，而只有 9%的农业经营者接受过全面培训。正规培训在青年农民中更为普遍，

这虽然表现出一种改善的趋势，但缺乏培训显然仍然是一个问题（EC，2017）。

①
在这些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小农场是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而非出于农耕兴趣或自娱自乐，因此他们是需要咨询推广

类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②
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归结于社会学或者心理学上。例如，服务体系市场化后，曾经代表包括小农场在内的服

务协调机构随之瓦解，保障小农场的发展诉求和利益难以为继。在小农场看来，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大规模农场属于另

一类社会群体，服务市场无论如何都是为这一群体服务的，而支持这一认知的正是过去（即服务体系市场化后）农业知

识创新服务的运作方式（Van der Ploeg et al.，2009；Labarthe and Laurent，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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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农户农场效率和收入受到影响。有学者认为，农业咨询推广服务体系市场化可以给予农民在

服务市场上更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提高其农场效率（Knutson，1986）。

然而，这一预期对于小农场而言并不准确。根据与农业咨询推广或知识创新相关法规的要求，技术解

决方案往往依赖于农场规模，因此小农场很少诉诸面对面的咨询服务。例如，法国罗纳—阿尔卑斯大

区小型农场的谷物受到霉菌毒素污染的案例表明，小农场对这一问题的存在知之甚少，对技术支持的

寻求也几乎不存在，而这却是当地大农场与服务机构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由于知识不对称，小农户

不能总是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也意识不到最新的技术突破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这样一个已经反复出

现的问题（Labarthe and Laurent，2013）。这影响了小农户的农场效率，既无助于小农户面临农耕技术

障碍时以最小成本降低损失，也难以促进小农户采用最先进技术以增加收入。排斥困境在那些免费公

共服务完全消失、没有为小农场设计替代方案的地区尤为显著。例如，在德国东部的勃兰登堡州，小

农场被完全排除在与服务供给机构直接接触之外，其需求很难得到满足（Labarthe，2006）。

服务供给机构倾向于选择有偿付能力的农民（Faure，2012）。为农业技术推广或知识创新服务付

费，很有可能导致农民之间在获取认知资源方面的严重不平等，特别是代表小农场的常年性服务协调

机构解散后，小农户在知识技术服务市场上的孤立局面会变得更加严重，而认知资源有助于农民控制

成本和改进经营计划，对农场的生存和参与市场竞争越来越重要（Caggiano，2014）。

（三）对农业知识创新的影响

1.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完善。服务体系市场化不仅是减少公共支出的一种方式，也是

对农业创新的推动和支持（Carney，1995；Farrington，1995；Kidd et al.，2000）。在欧盟各成员国，

市场化改革在带动服务体系不断拓展的同时，也引导了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服务模式从

过去的农业技术研发和知识转移的“线性推广”方式转变为多元行动主体之间互联互动的方式。先前

推行的农业咨询推广服务成为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并推动了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在多元化的服务体系中，不同服务提供者承担不同的职责，关注不同的主题，以差异化的方式解决不

同问题，并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凸显了农业知识创新体系中不同服务提供者有

必要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使得如何通过促进包括农民在内的参与行动者之间

的互动来强化并完善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成为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Faure，2012）。

2.农业知识创新的需求导向弱化。在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后面临

的一个重要瓶颈是缺乏足够的需求导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知识创新因地制宜地发展。在前

台服务市场中，尽管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至关重要（Cerf and Maxime，2006），但服务

机构重组在促进这种互动中的作用有限（Laurent et al.，2006）。由于代表小农户的很多协调机构遭遇

解散，很多农户与信息咨询、技术推广等生产性服务之间的互动更为有限。在荷兰，1989年农业咨询

推广服务私营化之前，国家决策者直接通过服务体系提供的沟通渠道不断了解农业社区生产与经营情

况，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也得以通过同一体系迅速传递给农民。在服务私营化以后，曾经作为中间推

广机构的农业信息管理和知识中心（Informatie- en Kennis Centra）以及在各省成立的农业咨询办公室

（Consulentschap voor de Landbouw）遭遇解散，由已经私营化的服务机构取而代之，国家政策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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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沟通渠道被切断，而这些沟通渠道原本就发挥了将知识生产成果进行社会化和累积化的重要作

用（Labarthe and Laurent，2013）。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失去了粘合农业部门共同身份的作用，农民对生

产性服务的信心也随之减少（Wielinga，2001）。在英国，服务体系私营化带来的服务供给主体碎片

化“可能会使农民对信息去向产生困惑，导致信息重复和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浪费性竞争”（Garforth

et al.，2003），让农民和土地管理者感到沮丧（Curry et al.，2012）。由此产生的“市场失灵”和“制

度失灵”限制了供需双方在前台服务市场上交易的有效性（Leeuwis，2000；Klerkx et al.，2006）。

在后台服务支持中，农业研发及其后续行动、数据库建设、科研实验等知识生产和获取等服务，

在确保农业知识的可及性和可靠性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为及时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农民

需要得到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和建议，期望技术推广工作人员和技术顾问能够提供独立、可靠和最新的

知识。然而，服务私营化阻碍了为小农场生产适当的知识。由于很多农户，特别是小农户与信息咨询、

技术推广等生产性服务之间的互动减少，研究设计及其实施等服务遇到了新的困难。许多农民表达了

对已经存在但显然还不为人所知的创新的巨大需求，然而农业研究日益表现出“自我参照”的发展模

式，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缺乏充分关联（Kania et al.，2014）。西班牙和英国的服务体系私营化几年后，

尽管农民仍然可以从公共资金补贴中受益，但订制服务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Laurent et al.，2002；

Oreszczyn et al.，2010）。在意大利，由于缺乏农业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知识以及相应的共同数据库，全

国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遭受损失，而这些知识对于完善制度支持和公共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Kania et al.，2014）。

3.农业知识共生网络走向封闭化。服务私营化导致农业知识生产系统内部的联系被解构，继而可

能导致知识生产的减少。这在发展农业多功能性方面表现较为明显。在荷兰，随着“科研—推广—教

育”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终结，之前致力于农业知识创新的公共治理结构不复存在，

知识和信息系统高度分散，农民需要的可靠知识也日益稀缺（Rivera，1993；Leeuwis，2000）。竞争

的加剧导致农业研发系统中生产和交流的知识被截留（Leeuwis，2000），从昂贵的服务中获得知识似

乎成为一种竞争优势。创新性知识的商业定位和市场价值越高，对其加强保护的态度就越强烈，进而

越会将其视为商业秘密（Caggiano，2014）。荷兰农业研发公共体系曾经为支持创新而共同生产知识，

公开交流信息，1990年之前的公共服务机构可以自由获取研究机构和农业研究站点提供的知识信息。

服务私营化后，公共研发机构（例如瓦赫宁根大学）原先获得的稳定的政府支持的研究资金日益减少，

而开始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购买获取收入。这使得公共研发机构维护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基础设施

变得困难（Klerkx, 2012），促使它们在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方面转向更具战略性的举措。例如，它们

更多地通过专利申请对知识和信息进行保护，而这种做法减少了知识的可倍增性。同时，咨询顾问也

需要自费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这使其获取可靠知识的机会不断降低（Rivera，1993；Caggiano，2014）。

（四）讨论：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演变的得与失

在信息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欧盟充分意识到知识创新的核心价值，创新活动不再是少

数公共机构、科研院所或科技精英的专利。通过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欧盟大量农业供应链

上下游企业和作为服务用户的农民共同投身知识共建共享，形成了广泛的公众参与创新的开放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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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推动了农业知识创新的社会化进程。同时，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虽然通过服

务供给多元化和技术供给专业化，在减少公共资助的同时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创新进程，但也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多功能性的实现，抑制了农业知识共生网络与知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使小农

户和青年农民、女性农民、自给自足农民和兼业农民等农民群体在服务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农

民群体遭遇排斥困境，面临与服务市场脱离的风险，其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

满足，这降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对其农场效率和收入带来了负面影响。进一步说，如果说欧盟农业

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改革可以创造多样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也可能只适用于以大中型商业化农场

为代表的种养大户和一部分中等规模农户。尽管农业人口中的小规模农户和小众农户代表着农业生产

中相当大比重的规模群体，他们从服务多元化发展中的受益却有限，甚至有时被完全忽视。在农业知

识创新服务上，他们仍然主要依赖于公共服务组织和公共投资。在不同发展时期，对欧盟农业知识创

新服务的评估分析也表明，对许多成员国而言，国家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往往只聚焦于与交叉遵守

机制相关的要求，并没有全面满足农民的各种需求，而小农户对服务的需求尤其需要重视（ADE，2009；

Kania et al.，2014; Knierim et al.，2017）。此外，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变革也为其本身带来了协

调方面的挑战。在“市场失灵”（例如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保护、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或与农业多功

能相关的经济激励措施不足的情况下，私营服务机构可能无法有效支持农民调整其耕作制度。有鉴于

此，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意味着政府机构应调整其职能，以规范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保障与

公共产品有关的服务供给和对公共利益的足够关注（Rivera and Alex，2004；Labarthe，2005），因此，

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Klerkx et al.，2006）。然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政府机构缺乏进行干预的有

效手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这样做的意愿（Faure，2012）。可以说，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业知识

创新本身来看，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后形成的发展模式和服务排斥的倾向为发展农业多

功能性、满足小农户发展需求和维护农业知识共生网络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服务体

系市场化转型的失败。不过，这种判断可能仅在一定范围或在某种程度上才适用。

笔者认为，结合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演变历程和发展实践来看，对欧盟农业知识创新服

务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果做出一个较为适宜的评估，仍需要考虑至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

从欧盟多年来形成的多层级治理的角度来看，一些原属于成员国政府的功能已经向上让渡给超国家的

政府间层级或者向下让渡给次国家的地方政府层级，这种特殊的制度创建和复杂的决策协商机制，使

得近年来欧盟或超国家层级对以前被视为由国家层级根据国家辅助性原则处理的服务体系和支持政策

开始承担起部分责任。同时，受益于欧盟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框架下交叉遵守机制及其政策配套支持方

案、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创新伙伴关系计划，次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对服务体系的发展也发挥了

更大的支持作用，在一些成员国，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国家层级。这些超国家层级和次国家层级的

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层级若干职能缺位带来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欧盟农业知识创新能力仍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在环境保护、

科技创新、数据管理等领域，欧盟制定的行业标准及通过“布鲁塞尔效应”重塑国际治理规则的能力

为其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空间和制度平台。欧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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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制度基础与近年来强化知识和科技创新的机制，已经为农业知识技术创新场域和服务组织的繁

荣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为其有效矫正若干负外部效应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其成功应对

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提供了可能。

五、结语：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创新的启示

当前，中国正面临欧盟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曾面临的农业农村问题。借鉴和吸取欧盟国家在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知识创

新服务、数字乡村建设以及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需要把农业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农业科技

创新政策体系、提高小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有必要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完善服务供

给体系与满足普通农户的服务需求、推进农业创新网络与数字乡村建设等关键问题上，充分发挥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创新中的作用。

（一）避免一味追求农业现代化量化指标，稳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面对中国农业“人多地少水缺”的发展现实，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需要走一条自然资源节约、

高效安全、生态友好的发展道路。与欧盟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相似，中国在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同时，也面临种养农户多样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广大传统农区和欠发

达地区。多样化的种养农户长久以来采用复种轮作、间作套种、精耕细作、绿肥利用、生物防治等传

统技术，践行着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现代社会倡导的农业发展理念和耕种模式，为发展

农业多功能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三产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当前扶持小农户发展是农业政

策中的优先事项，但仍存在以农户生产经营规模或专业化程度为主要参照进行政策倾斜或补贴的情形。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中国应该避免像欧盟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

前的发展历史那样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现代化量化指标的一味追求，全面考虑实施大面积推广农

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种植养殖技术的适宜情形以及其可能带来的正负两方面效应，重视农场

多样性的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

同时，切实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二）完善农技推广服务供给体系，不断提升面向普通农户的服务能力

1.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机制。随着农村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经

历了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向市场主导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变。然而，社会化不应简单

等同于市场化，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也不应简单地以商业模式主导、经济效益至上为导向来推进农业

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化。参考欧盟国家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应

重视政府和公共生产服务组织在提供专业技术性强、与产品质量安全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方面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完善农业农技推广服务供给体系。一方面，在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组织

融合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农业知识咨询、培训类服务和农技推广、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性服务领

域的服务供给主体，全力支持公益性服务机构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机制，推进项目管理机制，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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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新机制。另一方面，应鼓励各类服务组织加强农业创新项目的联合与协作，

积极推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联盟建设，将县级农技推广区域站点或乡镇综合农业服务机构与农业“双

新双创”项目相结合，发展“双新双创+农业”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实践，形成功能优势互补、多

元主体互动、知识科技驱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新格局。

2.推动农民合作社提供面向普通农户的服务。当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为普通农户提供农

业生产性服务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借鉴欧盟国家农民合作社、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

性服务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验，中国应重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等在服务农民方面

具有的组织潜力和制度优势，鼓励多元服务主体发挥各自专长，在精准对接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咨询和绿色高效技术服务，通过技术支持、政策倾斜、

法律规范等方式促进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积极参与服务供给。

（三）探索建立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创新服务系统，全力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1.构建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创新服务系统。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在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虽然经济学或管理学的一些通用知识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或生产效率，但在涉及

自然资源管理、农业多功能、农村可持续发展等综合发展目标时，这些定向知识需要由其他不同领域

的专业或非专业知识弥补，而这需要社会的广泛互动，以此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在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生产方式正在从传统的“技术精英”生产型向“大众专家”生产型转变，知识传播方式也

从原来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模式日益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扁平的网状模式，这同样适用于农业知识创新

领域。在农业咨询、技术推广、职业培训等方面，由于服务供给机构与服务需求群体的互动在问题识

别和表达、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知识与技术服务供给不能独立于农户需求来考虑。

中国政府明确将拓展农业市场信息和绿色生产技术等服务作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拓展

服务领域，提出要着眼于满足普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需要
①
。参考欧盟国家农业知识创新

服务体系从国家推广模式到系统网络模式的转变，中国应探索构建基于社会网络的农业创新服务系统，

充分利用乡村社会治理网络与组织生态、新型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等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的嵌入等网络化特征，充分调动广大社会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助力实施乡村振兴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满足新型经营主体

和普通农户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特别需要关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在知识创新向

技术创新转化中的推动作用，多措并举支持其参与农业创新、知识共享与数字化进程。另一方面，中

国在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构建以知识更新、技术创新、数据驱动为一体的乡村经济发展政策体系

的同时
②
，需要着力培育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农民。在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供给主体之外，可充分利

用乡村社会网络，切实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对普通农户的带动作用，提高他们对数字信息

①
原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17〕6号），http://www.

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71797.htm。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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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获取和使用的能力，真正使普通农户成为农业数字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2.加强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知识创新与数字化建设。在知识社会，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成为决定

国家未来的关键领域。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科技创新领域的“逆全球化”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凸

显。在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在全面认识发达国家农业知识

创新服务体系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系统谋划农业知识创新的长远布局。与欧盟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一样，数字技术对于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参考欧盟2021年后新一

轮共同农业政策对完整创新生态系统的关注，并将共同农业政策与欧盟数字议程相挂钩的做法，中国

在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创新投资、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落实“用数字化驱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高质量发展”
①
的同时，应大力优化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创新生态，力争在世界农业知识创新领域

中占据具有竞争力的生态位，以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当下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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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or Failure?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EU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Zhao Li

Abstract: A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agricultural market information,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technical extension services are important forces to link smallholders’ production with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ystem

(AKIS), examines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d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reform. Although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AKIS in the EU countries ha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novation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of service supply and specialization of technology supply, it has also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hibi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ymbiosis network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made smallholders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service market.

However,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EU’s market-oriented reform comprehensively,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U’s AKIS in the future.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EU’s AKI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industry,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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